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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Promo ted by Sociology and Dialectics of Nature , Sociology of Sci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anch in disciplinary , system of China Sociology .According to

the view point of the author of thesis w ho made general review of the subjects and con-

tents of the discipline in 80s.Sociology of Science of China has completed i ts start and

exploration , and made rich achievements , but research level is still dif ficult to satisfy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gress , and disciplinary con-

st ruct ion.Fo r Sociology , it should st reng then the academic support to Sociology of Sci-

ence.For Sociology of Science , it should overcome its shortcoming , such as the scat-

tered adsorption f rom the foreign theory , the lag behind in the const ruction of relatively

unite paradigm in theory research , the weak of theory signif icance of empiric research-

es.In that case ,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an get larger development.

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自酝酿实施至今已 20年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科学社会

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历近 15年 。与家庭社会学 、农村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 、社区研究等一些成熟

的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发展有所不同 ,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前后受到了不同学科的推动 、

渗透以及挑战。直接从反映学界 、学者的动向和成果最为迅捷的相关专业学术刊物入手 ,有所

侧重 、有所取舍地厘清科学社会学既往的历程 ,包括其内容特质 ,当有助于人们明确这一学科

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 ,尤其社会学家在其中的任务和作用 。

一 、学科的基本情况

中国社会学自 1979年得以恢复重建之后 ,从一开始即顺应本土社会的现实需求 ,重视以

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对象的经验研究(雷洪 ,1990),如小城镇研究 、城市婚姻家庭研究 、社会

发展指标研究等等 ,取得了一系列体现学科思想理论对社会生活指导作用和对政府部门参谋

作用的成果 ,从而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格”和“实用性格”(阎明鸟 ,1990)。在这样一种大的

学科发展背景之下 ,作为社会学一门分支学科的科学社会学也开始了在中国的起步和探索 。

而在此之前 ,1978年 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明确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 ,1978年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1982年 9月

十二大又将“逐步实现工业 、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

期的总任务(胡绳 ,1991:481-482 ,487-493),这样一些对重视和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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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 ,无疑又构成了其后发展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背景。

自然辩证法一直将科学当作自己重要的研究对象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一直都是自然辩

证法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只不过在 1979年之前 ,由于社会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被取

消 ,其分支学科 ———科学社会学势必也不可为任何学科所涉足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一种学说当然也不例外。对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社会学 ,自然辩证法的明确介入也只

能是在 1979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之后 。

　　(一)社会学的倡导

作为母体学科 ,社会学责无旁贷地倡导开展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 。

1982年中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社会学通讯》作为自己的会刊 ,尽管当时还只是内部发行 ,

但它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份权威性专业刊物 ,其对全国社会学界研究活动的导向

和展示无疑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

1984年 ,《社会学通讯》在第 1 、2 、6期上刊载了 3 篇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文章(朱瑜 , 1984;

未署名 ,1984;张郧 , 1984)。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起步阶段 ,介绍从而借鉴国外相关的研究成

果或社会过程 ,可以开阔并启发本土化研究的思路;而以各种形式 、从各种角度探讨学科发展

的原则 ,也有助于规范学科的发展;至于经验调查研究 ,它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社会中的科学现

象 、凸显学科的应用价值 ,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可以说 ,这 3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建

初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色 ,尽管颇显稚嫩 ,但却表露出了一种积极的态势 。

1985年《社会学通讯》改刊为《社会调查与研究》(中国社会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合办),继于 1986年定刊为《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刊)。依循

惯例 , 《社会学研究》不在当期目录而在年度总目录中详细划分并明确标注栏目名称。我们可

以发现 ,到 1986年止 , 《社会学研究》仍然设置有“科学社会学”栏目 ,继续着其对科学社会学研

究的关注和倡导 。也正是该年度的《社会学研究》在第 1 、3 、6期上刊登了 3位中国学者就科学

社会学主题撰写的文章(魏章玲 ,1986;东式毅 , 1986;孙立平 , 1986)。这 3篇文章表明了中国

社会学家在评介外国科学社会学方面针对性的加强和由苏东到欧美的转向 ,更表明了中国学

者对于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途径以及协调社会和科技关系的原则进行理论探讨的积极尝试。

除《社会学通讯》之外 ,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于 1983年创办的《社会学与现代化》是当时为

数极少的几份社会学专业刊物之一 ,即便它也是内部发行且到 1986年即告停刊 ,但在发行期

间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在1983和 1984两年的试刊期间 , 《社会学与现代化》刊发了 3 篇翻译的科学社会学文章

(G.Г.卡拉-穆尔扎 ,1983;E.K.孔德拉科娃 ,1984;B.Д.帕特鲁舍夫 ,1984)。虽然这 3 篇文

章全部来自苏联的刊物或著作且非严格依据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思想去完成 ,因而不免欠缺宽

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 ,但这些译文的刊登本身对于引发人们重视科学社会学研究则具有不

可忽视的作用。正因如此 ,《社会学与现代化》在 1986年第 4期又刊发了一篇介绍性和一篇综

述性的文章(刘珺珺 ,1986;陆建华 ,1986)。中国的科学社会学家对于科学社会学学科体系的

阐发以及中国各不同学科学者对于科学社会学理论问题认识的汇集 ,为推动中国科学社会学

研究的规范化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自然辩证法的推进

相比社会学的起伏 ,自然辩证法对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推动应当说更为连贯和持久。其实 ,

若单就起始日期而言 ,自然辩证法推介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在社会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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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通讯》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 ,它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界创

刊最早 、影响最大的专业刊物之一 。早在 1982年 ,它就将 1981年采用仅一年的封面副题 ———

“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 、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 、理论性杂志”改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 、历史

和社会学的综合性 、理论性杂志”并一直沿用至今 ,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于是成为其始终

鼎力倡导和推进的一个至为重要的领域 。与此相应 ,在 1983 年它也就将原设的“科学学与科

技政策”栏目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栏目并同样保留至今 ,而当年即刊登了科学社会学

方面的文章 8篇 。此后 , 《自然辩证法通讯》基本以每期 2 篇甚至 2 篇以上的频度刊载科学社

会学方面的文章 ,这在相关学术刊物中实不多见。

除了科学社会学领域专业文章的刊发之外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还发挥自己联系 、沟通

和协调的积极作用 ,率先组织了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活动 ,中国首届“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

会”即由该社于 1986年 11月在广州主持召开 。值科学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确立了一定的基础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之际 ,这样一个及时的回顾和总结活动对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研究活动

的拓展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客观而言 , 《自然辩证法通讯》自认“培育和促进了科学哲学 、

科学技术史 、科学社会学等三个学科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① ,这一说法即从科学社会学一个

学科来看确有其据。

正如我们此后将要论述的 ,80年代在社会学的倡导和自然辩证法的推进之下的科学社会

学研究 ,虽然确立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由于学科 、人员 、资料等方面的制约 ,尽管其内容范

围相对集中于科学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科学与环境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比较纯粹 、狭窄的领

域 ,但要达致规范化和学科化的目标仍有相当一段距离需要跨越 。

二 、研究的主题和内容

若以 1990年作为中国科学社会学研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粗略分界 ,此前的研究大致以相

对狭窄即所谓“狭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为主体 ,而此后的研究大致以相对宽泛即所谓“广义的

科学社会学”研究为主体 。因篇幅所限 ,我们这里以 80年代相对狭窄 、相对浅近的科学社会学

研究为重点 , 而对 90 年代以来 , 因面临科学技术与社会(S TS②)、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

(STES③)等学科的挑战 ,逐渐包容或涉足技术社会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对宽泛 、相

对深入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状况 ,则将另著专文介绍。以下试条分缕析 ,以观其概貌 。

　　(一)对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的研究

对任何一门引进的学科而言 ,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是在介绍国外相关学说的基础上 ,结

合本国的实际 ,对这门学科的对象 、性质 、框架 、理论 、方法 、功能等内容做出明确的阐述。社会

学不例外 ,科学社会学也不例外。

1.对国外学说的评介

由于美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的强烈示范作用 ,又由于美国科学社会学在

世界范围的独特地位 ,更由于 R.K.默顿(R.K.Modun)对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开创性贡

献 ,至使中国学者对国外科学社会学学说的评介多从默顿的思想入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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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以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为重点 ,概述了默顿在一些代表性作品如《科学的规范结

构》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等中所表述的思想 ,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体制为默顿

理论的前提 ,科学在社会结构中发展为默顿理论的框架 。具体到社会结构与科学的关系尤其

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 ,周华认为默顿理论提供了如下的说明:其一 ,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

因科学的具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其二 ,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因科学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而

不同;其三 ,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还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不同 。若从社会结构对科学的正面

影响着眼 ,则民主的社会结构因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相一致 ,而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在

周华看来 ,默顿理论模式的关键在于 ,它将科学视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 ,于是开辟了一条从整

体上考察科学的新途径。这样 ,它不仅为科学社会学研究突破仅从科学内部研究科学的陈旧

方式提供了理论武器 ,而且为人们正确认识科学发展的规律进而推动科学进步的步伐提供了

思想基础(周华 ,1985)。

除了默顿的思想之外 ,其他一些学者的思想也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孟祥林在对德国科学

社会学家 P.魏因加特(P.Weingart)的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后认为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构成为

魏因加特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基点。而与默顿 、贝尔纳(J.D.Bernal)等人有所不同的是 ,魏因加

特不仅明确地将科学建制界定为“一个社会组织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定义科学工作的目的和

主题 、对生产出的知识进行评价和挑选 、控制知识的推广 ,而且认为科学建制是一种历史现象 ,

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 、“社会空间”即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社会范围不

断扩展和延伸以及与寻求知识有关的各种社会确认的出现而产生的 。正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

建制 ,所以它既有着自主的运行和发展 ,也有着与环境系统的社会互动 ,从而产生出科学的自

治(自我控制)和他治(外部控制)。作为魏因加特科学社会学理论的两大核心 ,其科学的自我

控制理论将科学的规范系统以及认识论要素尤其后者视作科学自我控制的核心 ,而科学的外

部控制理论将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系统对科学的干预视作科学外部控制的核心 ,这种干预主

要表现为国家力图将政治的 、军事的 、经济的意志转化为知识生产的行为目标 ,进而转化为科

学家的行为取向 ,在这样一个非科学目标或曰外部目标转化为科学战略的过程中 , “科学共同

体”构成为一个发挥沟通作用的重要的中间组织(孟祥林 ,1989a)。

赵佳岑在对以色列科学社会学家 J.本-戴维(J.Ben-David)的生平和著述做了简单的回顾

后认为 ,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构成为本-戴维科学社会学的基础 ,科学家角色的产生及其体制

化是科学活动持续发展因而也是科学进步的保证 ,而这种角色的产生及其体制化既是社会结

构变革的一个条件又是一种结果。因此 ,科学事业一开始就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赵佳岑 ,

1987)。

2.对学科思想的阐释

与解读西方经典科学社会学家的学术思想有别 ,中国学者在经过短暂的引进和消化之后 ,

即开始在国外思想学说 、学科概貌的基础上 ,形成自己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 。

魏章玲在总结了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之后认为 ,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与科学学的

综合 ,而科学史的研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所形成的科学的

社会性 、影响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 、科学家的社会关系以及科学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等四个领

域 ,对于中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她还认为 ,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虽然重大 ,但它要求学者同时具备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知识 ,因而也使得它成为一门既令人心

仪又令人生畏而且难见成效的学科 。对人们以一种审慎 、务实的的态度投入科学社会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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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来说 ,这一点应当说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魏章玲 ,1986)。

刘珺珺对于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投以关注。她认为 ,科学社会学作为

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是社会学与科学史学相融合的产物 ,但它同时又与知识社会学有着深

厚的渊源:一方面 ,知识社会学是孕育科学社会学的基地;另一方面 ,科学社会学又是彻底摆脱

知识社会学范式的结果。这种渊源如今又成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生

发的基础之一。科学社会学一开始即存在着两种研究传统 ,即以 R.K.默顿为代表的狭义的

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和以 J.贝尔纳为代表的广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 ,这两种传统除了表

征研究人员的不同构成———前者以专业社会学家为主体 ,后者则广泛包括各学科的学者之外 ,

更主要地还代表了理论方法的不同取向 ———前者以社会学的理论为指导并使用社会学的概

念 、范畴作为分析工具 ,而后者则包容了史学 、哲学 、计量学 、情报学等学科的理论或方法 。但

这两种传统并非截然对立 ,它们曾经互相促进 、彼此借鉴。随着人们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 ,广

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或曰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日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刘珺珺 ,1986a ,1986b ,

1989)。

　　(二)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1.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与其它社会建制之间的关系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现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 ,于是对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与其它

社会建制如法制 、宗教 、价值等之间关系的探讨 ,就成为人们研究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

内容 。

①科学与法制

孙皓晖在考察了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起飞过程后认为 ,近代法制具体说是法人制度和专

利制度创造了科学起飞的互补性动力:法制通过规范经济活动方式而使经济主体的利益在具

体经济活动中得以实现 ,通过规定亦即确认构成利益关系的各种利益而刺激各阶层阶级对自

身利益实际实现的追求 ,从而社会需要通过追求某种利益反映出来而推动科学法制。在这样

一个过程中 ,法人制度的具体作用是刺激了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中生产主体的利益从而促使其

对科学产生强烈的需求 ,专利制度的具体作用则是直接刺激了科学劳动者的利益从而促使其

全力投入科学活动并取得最大成效 ,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正是得益于由法人制度和

专利制度聚合而成的一种结构性互补动力的驱使。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滞后 ,孙皓晖认

为 ,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刺激科学活动的社会机制 ,仅仅依靠生产方式的变革不能为社会的一切

方面创造直接动力 ,要使科学起飞还必须创造并完善推动它的具体的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制 ,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法人制度和专利制度(孙皓晖 ,1984)。

②科学与宗教

吴忠将人们对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看法归纳为三种:其一 ,科学与宗教相互冲突 、不

可调和;其二 ,科学与宗教相互渗透 、相互依存 、相互利用 、相互调和 ,二者都是通往认识终极真

理或上帝的途径;其三 ,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物 ,所谓“科学求真 、宗教追善 、艺术

唯美”即是代表说法之一 。若结合欧洲 、阿拉伯世界 、中国等的情形 ,则人们可以发现以上三种

观点都有其偏颇之处 。吴忠认为 ,科学与宗教的互动不仅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不同 ,而且在不

同的时代中也有所不同 ,这一点可以为他对希腊和泛希腊时期 、罗马时期和中世纪以及近代科

学和宗教状况的考察所验证。因此 ,他认为对科学与宗教二者关系的判定必须放到具体的文

化 、具体的时代中去进行(吴忠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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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科学与价值

顾昕着眼于 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 ,试图回答科学在何种文化价值氛围中才能

充分成长的问题时 ,引证了 B.巴伯(B.Barber)对于西方社会文化价值的概括以及 R.K.默顿

对于作为科学家行为规范的科学精神的概括 ,即以合理性 、功利主义 、普遍主义 、个人主义 、进

步与改善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有力地推动着科学的发展 ,因为这些价值与以普遍主义 、公有

主义 、无私利性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个人主义 、情感中立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顾昕还结合“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的摧残 ,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中 ,欠缺合理性 、普

遍主义和个人主义 ,而功利主义又往往趋向于极端的实用主义 ,这是科学遭受浩劫的重要原因

(顾昕 ,1989)。

刘源着眼于 1950 —1979年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 ,对价值取向尤其官方价值取向的变化与

科学活动的涨落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他使用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两类划

分 ,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产出之所以呈现出大涨大落的不稳定状态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 ,在官方的价值观念中 ,科学的重要性次于政治和经济。也就是:当说重视经济建设时 ,它只

是实现政治价值目标的手段性价值;当说重视科学技术活动时 ,它也只是实现经济价值目标的

手段性价值(刘源 ,1987)。

④科学与文化

李汉林把文化看作包括了器物 、制度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四个层次的系统 ,从社会系统

理论将科学与文化归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的观点出发 ,对于科学作用于文化的机制 、后果

等进行了宏观的理论分析 。他认为 ,当科学系统的影响作用于文化系统的时候 ,首先做出社会

互动反应的是文化的器物层次 ,其次才会涉及到文化的制度层次 ,当文化的行为规范层次与价

值观念层次也随之发生变化的时候 ,文化变迁的社会过程也就开始了。而科学作用于文化通

常又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其一是科学与文化的整合 ,这一社会过程大致经历适应 、

消化 、吸收 、更新四个步骤 ,从而导致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并且在宏观意义上造成文化的社会变

迁;其二是科学与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导致文化的变态 、异化以及二元文化的产生(李汉林 ,

1987b)。

2.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与整体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探讨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中 ,除了科学这一社会建制与其它社会建制之间的关

系构成为一个重要的面向之外 ,科学这一社会建制与整体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为一

个重要的面向。

①社会对科学的吸纳

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之于人类社会来说并非终极目的 ,惟有在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 ,

强化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意义所在。

孙立平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就如何提高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接受和容纳能力问题进行了

理论阐述 。他认为 ,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 ,要增强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 ,为此须进

一步改革和调整价格体制 ,使价格体系成为促进企业应用新技术的动力;须完善竞争机制 ,允

许企业破产 ,增加企业接受新技术的压力;还须合理解决企业技术进步中的微观效益与宏观效

益之间的矛盾。其次 ,要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 、生活之间的结合点 ,为此须使科学技术的发展

贴近我国物质生产部门对于这些成果的可接受程度;在技术选择上 ,须优先发展适合我国国情

的适用技术 ,须提高生产工艺中对技术成果的可接受性 ,还须解决体制上的问题 ,实现科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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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生产单位的横向联合 。再次 ,要疏通技术扩散的途径 ,为此须建立和完善技术市场;须增

加社会流动 ,促进技术扩散 ,还须做好从样品试制到批量生产的转化工作 。最后 ,要提高人的

素质 ,这其中 ,除了要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变革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

方式 ,造就一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民族气质和社会心理(孙立平 ,1986)。

②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构

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尤其要解答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

的重构问题 ,首先就须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基本的理论认识。希望起

步仅十五六年的中国科学社会学对此做出圆满的回答几近苛求 ,于是一些中国学者在借鉴基

础上的发挥就显得可贵而有益 。

孟祥林转述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接受了 P.魏因加特的有关思想 ,即科学与社会

在结构上的冲突自从现代科学诞生之日起就已有其征象。如果说过去科学的价值中立和自治

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对科学的评论和伦理判断通常只是针对科学的应用或技术 ,那么今天对科

学的评论和伦理判断则已延伸至针对其研究的方法 、对象和过程本身 。总之 ,科学的合法地位

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对科学自治提出置疑 ,就形成了科学的政策化;重

新确定科学的界限 ,就形成了社会的科学化。在此基础上 ,孟祥林认为 ,科学的政策化与社会

的科学化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 ,可以看作是两个相反的对向过程 ,把二者联系起来可以比较清

楚地把握重构后科学与社会的全新关系(孟祥林 , 1989b)。

　　(三)对科学的研究

科学社会学固然着力于研究科学内部各要素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科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社

会关系 ,但这种研究如不以对科学的充分探索为基础 ,就只能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

1.对科学演进的探讨

吴忠首先建构了一个科学传统的“鸡蛋式”模型:蛋黄是各门具体的科学理论 ,蛋白是保护

这些理论的各种保护性或特设性假说 ,蛋壳则是由当时当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和规范组

成的文化圈。他进而认为:任何科学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 ,都是在它所处的科学传统中发展

的 ,在科学传统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可以说科学的发展处在常规科学的阶段;只有当整个科学

传统改变了 ,才可以说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既可以由一种新科学理论的提出

而诱发 ,即所谓“内胀型”的科学革命 ,也可以是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变化 ,引起科学传统中的文

化圈的改变 ,从而把科学研究导向一个新的方向 ,即所谓“外压型”的科学革命。在这样一种思

想指导之下 ,17世纪英国科学的疾速发展可以被解释为社会价值规范的变革 ,典型如清教伦

理的出现对英国科学发展方向所施加的重大影响;而近代中国科学演进的滞缓可以被解释为

中国本土科学传统的保守性 、排他性 、坚固性 ,至于推动中国未来科学的演进则需要博取中外

科学传统二者之长(吴忠 ,1987)。

许良英在明确区别了科学与技术的基础上 ,对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进行了阐

述。他认为 ,科学的发展同时受到两方面社会条件的影响:首先是物质生产条件 ,即生产技术

上是否需要科学 、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

即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否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相容 、社会能否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

想自由的政治保证。科学的发展在受到外部条件制约的同时 ,也具有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 ,即

遵循继承 、积累 ———革命 、突破的不断循环和交替的历史过程(许良英 ,1989)。

2.对科学活动之组织和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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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科学活动的质量上 ,而组织和管理又是保证科学活动质量的

重要环节 ,自然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宋化民从科学活动的客体着眼 ,认为实现高水平的科学管理 ,首先需要对科学研究作合理

的多维度分类 ,即把依研究目的或规律所做的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划分 ,与依研

究周期所做的远期研究 、中期研究 、近期研究和短期研究的划分以及依研究规模所做的重大研

究 、较大研究 、一般研究 、较小研究的划分相结合 ,并对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活动采用不同的评

价方法(宋化民 ,1983)。

吴京生从科学活动的主体着眼 ,认为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真正尊重和支持科研人员 ,是科

学研究管理的出发点 ,做到了这一点 ,不论领导者是否内行 ,若辅以强调效率 、奖罚分明 、协调

有序 、灵活应变 、选贤与能 ,就可以有效地推进科学活动的开展(吴京生 ,1983)。

3.对科学政策与规划的分析

20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学研究从小规模分散性的个人活动逐渐演变为大规

模集中性的国家事业 ,用科学计量学家 D.普赖斯(D.Price)的术语来说就是 , “小科学”变成了

“大科学” ,科学政策之于科学发展的意义日渐突出 ,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

规划也同样显示出重要作用。

罗伟以 50年代中期中国制订并实施的《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为范例 ,认为这一系列的长期规划对于其时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 ,其原因就

在于这些规划具备了以下一些特点:其一 ,紧密结合了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其二 ,对发展新技

术做出了重要部署;其三 ,对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其四 ,对全国科研工作体

制也做了必要的规定 。罗伟就此进一步提出 ,兼顾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 、兼顾任务和学科 、兼

顾集中和分散 、兼顾分工和协作应当成为未来制订科技规划的原则(罗伟 , 1983)。

　　(四)对科学家的研究

科学家或科技人员———后者对中国人而言是更通俗 、更宽泛一些的指称———构成为科学

活动的主体 ,从而也构成为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 “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

和“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即代表了科学家集群中两类特殊的群体 ,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

科学社会学研究科学家集群的成熟的概念工具。中国的科学社会学虽尚无力借助这两个概念

工具去对科学家集群做较富理论性的探讨 ,但一些学者针对科研人员群体的某些具体方面还

是进行了一些积极的考察 。这些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科研人员的群体结构 ,一是科

研人员的研究动机。

1.科研人员的群体结构分析

上官李力根据国家科委 、国家统计局 、中国科学院等部门收集整理的统计资料 ,对 80年代

中国女性科技人员的状况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女性人口在专业技术职称上的分

布及在各级学校人口中的比例均呈现出阶梯分布规律 ,即:职称和学校教育级别越高 ,女性人

口所占的比例越低 ,男女两性的差距越大 ,拥有高级职称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主体是男性。上官

李力据此认为 ,在男女两性的文化水平差距和成就地位差距之间 ,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女

性在科技阶层中的劣势地位是逐级累加而形成的 ,即知识女性的劣势现状是劣势累积效应的

结果 。通过对劣势累积函数的推导 ,她还对女性劣势累积的角速度 、影响女性劣势累积的条件

因素作了定量说明(上官李力 ,1988)。

赵雷进根据 1987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对中国 80年代中后期科技队伍的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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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定量分析 。他依据统计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在 1982—1987年这 5年中 ,中国科技人

员虽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 ,但在素质上则有所降低 ,表现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所占比

例的下降。从年龄结构上看 ,中国科技队伍相对美国 60 年代末的科技队伍而言老化比较明

显 ,表现为前者的中位数年龄高于后者的中位数年龄;在 40岁左右这一年龄段上科研人员的

数量明显减少 ,这与“文化大革命”大有关联。从行业结构上看 ,中国科技人员的分布比较分散

(赵雷进 , 1989)。

在上述一些研究中 ,女性劣势累积 、科技人员年龄偏大等现象对于整个科学活动的影响这

类重要的问题虽未涉及 ,但作为今后研究的基础 ,它们仍具积极的意义。

2.科研人员的研究动机分析

高原考察了科学发展的动因 ,他认为:当人们把科学看作一个整体或一种文化现象时 ,往

往会看到社会需要尤其是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而当人们进入到科学领域内部具体的

理论体系中时 ,则会看到科学家的创造动机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 。其实 ,社会需要与个人动机

并不必然互相矛盾 ,今天我们尤其不应忽视科学创造的动机因素 。高原还借用了美国心理学

家A.马斯洛(A.Masiluo)的需要层次理论 ,说明科学家的创造动机来源于自我实现的需要 。

但自我实现的需要又有其生发的更基本的个性因素与社会因素 ,而这些还有待人们进一步的

探索(高原 ,1989)。

三 、概要的评价和思考

回顾西方科学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 ,无论所谓狭义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代表默顿还是所谓

广义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代表贝尔纳 ,他们都密切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自身的运行

规律 ,并努力从中总结出为奠立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基础所必需的概念 、命题和理论 。即如默

顿 ,由于早年接受科学史训练的背景 ,他起初考察的是 17世纪英国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 ,但从

这种历史考察中却提炼出了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要素如清教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理论命

题 ,及以科学的精神气质 、科学的社会组织为核心的范式(默顿 ,1937)。再如贝尔纳 ,他“把科

学当作整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 ,不仅倡导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有关社会科学学科开展

对科学的研究 ,他自己也积极投入到这种研究之中 ,在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的社会规范 、科学

增长模式 、科学研究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索(贝尔纳 ,1939)。正是如默顿 、贝尔

纳这样一些先行者的不懈努力 ,科学社会学培养起了重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重视科学社

会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的自觉意识或优良传统 ,这也是西方科学社会学在 50 、60年代疾速的科

技进步和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之下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观从本文第二部分反映出来的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近 10年的科学社会学研

究状况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学科就研究数量而言从无到有 、就研究主题而言从少到多 ,即通过

译文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了国外一些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的学说 、初步阐述了科学社会学的学科

体系 ,针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科学系统本身 、科学家群体 、科学研究体制等内容 ,并尽量

结合中国的具体现实开展了相应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 ,凡此种种已经给予中国的科学社会

学研究一个良好的开端 ,科学社会学本身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

毋庸讳言 ,从整体上着眼 ,80年代中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水平同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

以及学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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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大陆而言 ,科学社会学如同其母体学科 ———社会学那样是一门引进的学科这一事

实 ,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系统的学科思想先天的欠缺 ,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初期研究相对的

被动和零散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其一 ,在国外学说介绍方面 ,除了默顿 、魏因加特 、本-戴维等极少数学者的学说受到有限

的评介之外 ,少见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其他一些有着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如普赖斯 、巴伯 、

库恩(T .Kuhn)等人思想的介绍和移植。其实 ,自 60年代以来 ,科学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已经形

成了四条明确的路线 ,即以普赖斯为代表的科学产出计量研究 ,以库恩为代表的建立在“常规

科学” 、“科学范式” 、“科学革命”等概念基础上的科学历史分析 ,以本-戴维为代表的建立在各

种社会建制中的职业动力学基础上的科学发现研究 ,以哈格斯特隆为代表的关于科学家的创

造 、竞争等行为的研究(R.Collins , 1988)。但对于科学社会学的这四条路线或曰四种取向 ,我

们应当承认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评介 。即使对默顿 、魏因加特 、本-戴维等人学说的评介 ,大多也

是比较孤立地进行 ,缺少对纵向思想演进和横向思想交流的分析 。这就使得我们只能片段地

了解这些学者的思想 ,也就阻碍了整体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

其二 ,在理论研究方面 ,我们在积累和运用科学或曰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哲学尤其科学哲

学的知识上相对乏力 ,因而难以从理论层面去把握科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 ,也难以有针对性

地选择 、改造和移植社会学的理论 ,用以构造科学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这一点集中表现为中国

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至今尚未形成某种相对统一的理论范式 ,除了对西方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思

想进行基本的转述和诠释之外 ,尚难以形成理论构建的学术自觉 。因而整体的研究从主题上

看表现得比较杂乱 ,缺乏必要的逻辑承接和关联;单项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则表现得比较浅近 ,

难以提炼有效的理论命题 。

其三 ,在经验研究方面 ,一种情况是 ,对于科学的社会效应或功能 ,科学活动的动员 、监控 、

奖励机制 ,科学共同体 、无形学院等一些重要主题的探讨付诸阙如 ,另一种情况则是 ,既有的研

究又往往流于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对经验研究理论要素的忽视 ,导致了在进行经验研究时理

论指导的缺乏 ,也导致了经验研究理论意义的弱小 ,最终削弱了这些研究对理论研究的经验支

持。

其实 ,如果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管理论也好经验也好 ———做一个整体的透视 ,我们

就可以发现 ,其中一个共同的不足还在于欠缺对与科学发展高度相关的重大社会文化变迁的

敏感 ,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往往给人以滞后的感觉 。即如后现代性思潮 ,它于 80年代中期即大

举进入中国(汪丁丁 ,1998),虽然这种思潮远未与主流文化相融会 ,但它对科学的客观性 、中立

性 、特殊性的质疑(J.-F.利奥塔尔 , 1979),不仅法兰克福学派早有相近的论述(H.Marcuse ,

1964;J.Harbermas , 1968),而且这种质疑事实上已经构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文化环境

要素 ,科学与自由的关系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等等内容 ,都因此而进入到国际科学社会学研究

的视野中来。客观说来 ,不仅是所谓“后现代性”对科学的质疑 ,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反思性”

对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的削弱 ,我们都还没有做出全面而及时的反应。事实上 ,中国在

启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进程时 ,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即已时刻在发生变化 ,这

些变化着的内容应当成为我们未来考察同样变化着的科学的参照。

综上所述 ,经过 80年代广大科学社会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中国的科学社会学完成了起

步和探索工作 ,已经奠立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 。但就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所具有的社

会作用来看 ,中国的科学社会学要成长为一门成熟而规范的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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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发展过程中 ,作为母体学科的社会学尤其应当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投以足够的重视 、提供

充分的学术支持;社会学家也应为推进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在拓展知识积

累 、开阔研究范围的前提下 ,时刻追踪科学内部关系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

我们还应当明确的是 ,自 90年代以来 ,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等新兴学科

又对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提出了挑战 。应否由相对狭窄的研究传统向相对宽泛的研究传统(J.

Ben-David ,1978)转换 ,中国的科学社会学应当做出明确的选择。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坦对

新兴学科的挑战 ,当是中国科学社会学今后的重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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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 、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综合开发研究院等联合发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理论与实践研

讨会”1999年 9月中旬在深圳市举行 。来自上述单位和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 、民政部 、中国人

民大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专家学者 50余人出席了会议 。

会议围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 、城市建设与管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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